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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九一三”之后，全国一片喊打喊杀。人微言轻的迟先生冒险上书，

据实指摘，以促请中央“确保运动健康发展”。种种质疑，至今未消。如果说当

年他是出于“政治责任感”，那么现在则是出于“历史责任感”。 

    迟先生的怀抱在于一个“真”字。他不明白，何以“党政军界名人”都不讲真话

？更无法理解，何以“以正直厚道著称”的老前辈也不讲真话？ 

其实，刘帅的谈话，“表态”而已。 

    按照党内生活惯例，每逢“路线斗争”的黑箱作业阶段结束，全党就进入了“

表态”阶段，不外乎坚决拥护，揭批罪行，彻底打倒。沾包者唾面自污，落井下

石；受压者扬眉吐气，踏上一脚；更有无奈者言不由衷，随波逐流。胜利者通

过表态，既可检验表态者的顺从，又可以此确认权力之有效性。因此，“表态”

只关乎服从，不涉及真相。此即“表态文化”的潜规则。 

    说违心话，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屡见不鲜，积久成习，连德高望重、功勋盖

世者也不能幸免，如刘帅，如总理，如耀邦。在危急关头，顶住压力、坚持己

见、拒说违心话的似凤毛麟角，结局人所共见。 

    迫人说违心话和被迫说违心话，依据的原则惊人一致：维护大局，维护团

结，维护领袖权威。 

以追求真理相号召的团体为什么要在“违心话”下才有大局、团结、权威？

是非的认定为什么不是争论的结果，而是“不争论”的结果？事过境迁，人们才



发现，被压抑的声音往往更接近常识，更符合人性，更有利发展。靠大家说违

心话维护的“大局”，其实是困局、危局、死局；维护的“团结”，不过是延缓、掩

盖了矛盾，化明争为暗斗，积表疮为内患；维护的“权威”，最终成为家长专制

的一错到底。 

    事实证明，面临重大历史事件，说违心话的人越多，职位越高，时间越久

，后果就越严重。后人固然应该给他们以同情、宽谅，更应该反思乃至根除造

成这种现象的体制性弊端。 

从迟先生写那封信到现在，三十四年过去，“路线斗争”的提法已被废弃，“

表态文化”却余音犹存，只不过退化成一种“表演文化”。同样的言不由衷，表里

不一，现又演变成演员假装演，观众假装看，导演假装相信演出效果。虽说是“

走过场”，但“过场”总得“走”。沦落至此，说潜规则是客套，惯性罢了。 

 

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       迟泽厚  

 
    1971年，中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中共中央随即按照自上而下、先党
内后党外的原则，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运动。为推动运动发展，印发了大量揭

发批判林彪的“红头文件”。 
    1972年 5月 21日至 6月 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
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共 312 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会上印发了几十份揭发批判林
彪罪行的文件、资料，其中除了专案组的大块文章，还有十多份来自曾与林彪共事者的揭

发。对专案组发布的那些材料，这里姑且不予评论：单说那些曾与林彪共事过的党政军界

名人，他们本有条件写出最能反映林彪真实情况的材料，然而现实情况却令人极为失望。

我于 1953年 5月从部队基层调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领导机关，长期在秘书、作战部门
工作，对林彪本人和四野部队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我惊讶地发现，这些林彪昔日战友们

所揭发的材料竟与过去我所了解的迥然不同! 
    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印发的十多份个人揭发材料中，有一份是刘伯承元帅的谈
话记录稿。记录时间为 1972年 3月 2日上午，原标题《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
（摘要）》，内容如下：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
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
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弯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



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
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
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
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
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
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
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
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彪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了扩大自己势力。后来林彪派五
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
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
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抓权，就
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
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
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
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
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
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
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
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
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
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
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
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
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
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
，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
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上《谈话》揭发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 8条罪状，竟然全无事实根据! 
    许多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原四野部队干部，看后反映强烈。刘伯承元帅在军内向以正直
厚道著称，我对他极为尊敬。我无法理解，刘伯承元帅虽然己入耄耋之年（时年整 80岁）
，但讲的毕竟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怎能出现这样的谬误？继而我就担心：“红头文件”

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它所肯定的东西，起着标杆

、示范作用，倘若大家都起而仿效，如此这般进行揭发批判，那将把广大党员群众引向何

处？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岂不会弄成令全党蒙羞的政治闹剧！ 
    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经过长时间剧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不惜冒巨
大政治风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通过指出刘伯承元帅这份揭发材料的严

重失实，促请中央避免继续出现这类错误，加强对“批林”运动的领导，确保运动健康发

展。 



   致汪东兴同志的信是这样写的： 
东兴同志： 
    知道您很忙，实在不想干扰。但因我遇到一个自以为是很重要的问题，并认为这个问
题应该向中央反映，以期引起重视，所以不得不占用您的一点宝贵时间。 
    不久前学习中央批林整风会议文件，看到刘伯承同志一份揭发林贼罪行的谈话记录（见
会议参阅文件之二）。这个记录的第三条，是专讲林贼在解放战争时期南下作战中的罪行的
。但是，令我惊异是：里面讲了八件事，不是完全违背历史实际情况，就是观点有严重错
误。现列举如下：  
    一，记录说：“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部队到了那里，林
贼也派部队到那里。”记录中所说的“那里”，显然是指中南地区和西南部分地区，因为四野
部队从未到过二野原来所在的华东地区。我不知道二野的领导当时是否请求过增援，但是
谁都知道，四野部队在二野部分部队（主要是陈谢兵团、即 4 兵团）的协同配合下，主要
负责歼灭中南地区的蒋匪军；尔后二野部队又在四野的支援和一部分部队的直接配合下，
进军大西南。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不应和林贼的阴谋活动混为一谈。 
    二，记录说：“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意思好像是二野部队首先解放了
广州，四野部队不但落在后面，而且根本不该到广州来。而据我所知，解放广州的主力并
首先进入广州的，是四野１５兵团的部队；以后１５兵团机关就长驻广州，并兼广东军区
机关。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央的统一部署。 
    三，记录说：“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解放海南是四野４０
、４３军经过近半年的准备，于１９５０年４月中旬实施的。渡海部队突破了蒋匪海空军
组成的所谓“伯陵�匪首薛岳字�防线”，用木船打败了兵舰，在琼崖纵队的接应配合下，
艰苦作战半个月，粉碎了１０万敌军的抵抗，歼敌３万余，解放了海南全岛。这个胜利来
得并不容易，而当解放海南时，二野部队早已进入大西南四五个月之久；二野部队过去也
并未进驻雷州半岛。这里无法理解，二野部队同解放海南有什么直接关系。 
    四，记录说：“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据我所知，四野部队（主要是１
３兵团）在衡宝战役结束后，是追歼白崇禧匪部进入广西的；１５兵团之一部及二野４兵团
，则从南线粤桂边进入广西。在南北两线都不存在什么谁“随着”谁的问题。 
    五，记录说：“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９
０万人。”１９４９年底，蒋匪的残兵败将多数逃到西南，二野在解放大西南中，歼灭了大
量敌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不知道在我军战史上还有一个比辽沈、平津、淮海三大
战役歼敌更多的琼州战役。而且，也不知道四川还有个“琼州”其地。据我所知，歼敌９０
万人的事是有的，但不是“琼州一仗”，而是从１１月初开始到１２月末结束的整个解放大
西南的战役，其间打了许多仗，被歼之敌包括了云、贵、川、康４省的蒋军，其中既有战
斗解决的，也有如卢汉、刘文辉等起义的；而参战的我军，除二野和四野的一部外，还有
从陕南尾击胡宗南匪部进入四川的一野部队一个多兵团。 
    六，记录说：“琼州”战役之后，“林彪要了２５万�俘虏�，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
给了２５万。”二野领导是否主动给了三野２５万俘虏不得而知，但四野这２５万人，我问
过一些老同志，包括过去做军务工作的同志，大家都摇头。有的同志说：“当时自己的俘虏
还处理不完呢，谁还大老远地去要俘虏�”  
    七，记录说：“后来林彪派５０军去成都，派５７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
，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这里讲的“５７军”，应为４７军之误（我军根本就没有５７军
这个番号）；不知为何，却又漏掉了一个４２军。这３个军入川，并不是在“琼州一仗”的“
后来”，而是在这以前，是实实在在打进四川的。例如，４７军就是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
歼灭了宋希濂部主力之后，最早解放重庆的部队之一。消灭了敌人，自然要收缴敌人的武



器。四川解放之后，四野入川各军即陆续按照中央命令回到中南地区，“占地盘”从何讲起
？据说重庆解放后，刘伯承同志曾特意宴请四野入川部队团以上干部，再三表示慰问和感
谢，并给入川部队官兵发了慰问金（银元）。这事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许多同志至今
津津乐道，为什么现在记录竟又作这样的描述呢？ 
    八，记录说：“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
为的收缴武器。”这大概是指３８军之一部配合４兵团入滇作战一事。这里我不明白，既然
４兵团已经占领了云南，３８军才“跟着” 派出去，如何竟又能深入到敌人的退路上去截击
呢？截击敌人又有什么不好呢？前面几条说四野部队不该跟在二野部队后面走，现在却又
怪四野部队走得太前了。 
    当然，个人的揭发材料不可能像中央正式文件那样准确、严谨，凭个人回忆写材料，
个别地方不准确是难免的。我认为，重要的是写材料的态度。这个记录材料的最大问题是
缺乏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历史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它还带有浓厚的宗派主
义气味，是以宗派主义反对林贼的宗派主义。这个记录，未讲到兄弟部队一点好处，却强
调他们“并没有请求增援”，而其他部队则死跟在他们后面发洋财，好像解放中南、西南地
区都包给二野了，甚至所有硬仗也都是二野打的。我想，这不但原四野的同志看了会有意
见，一野的同志也不会同意，凡是了解这段历史情况的人，也都不会赞同。特别令人不愉
快的是，记录把毛主席领导下的第四野战军，竟和林贼混为一谈，多处把四野部队称为“林
彪部队”、“林部”，甚至直斥４７军等部队“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这极不利于我党我
军的团结。看看张国焘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是如何把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严格加以区别的，
就可知道这个记录的错误了。 
    这个记录歪曲了我军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性。我军的各次重大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
指挥的。南下作战各野战军的行动当然也是如此。而记录竟把四野进军中南和支援二野进
军大西南的行动，说成是林贼一人在那里捣鬼，这样岂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对全军的统一指
挥吗？ 
    而我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们的任务是又准又狠地把林贼的罪行揭深批透，
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唯其能准，方见其狠。但由于这个记录材料的严重失实，又经中央
作为参阅文件下发，这不可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思想问题，因而不利于批林整风运动的深
入开展。 
    附带说几句：刘伯承同志素为我尊敬的革命前辈、老首长之一。我正是从维护党的原
则和老前辈的荣誉出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觉得有责任对这个记录提出意见。１９２
０年，列宁在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时，由于对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在国
际共运中的表现未同广大荷兰党员加以区别，曾引起一位荷共党员的“抗议”。列宁高兴地
接受了这个“抗议”，并在该书的最后专门作了说明。革命导师的这种伟大襟怀实在令人感
动。我想，我对刘伯承同志这个材料的“异议”，也应受到他的欢迎。 我还猜想，也许记录
中的一些错误并非由于他的口授，而是由于整理记录的同志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责任心
不强所造成的。 
    我现在在地方工作，手头没有军史、战史这类资料。前面我讲的许多情况，主要是凭
自己对过去接触过的一些材料的回忆所得，也许有个别情况不太准确，但大框框是不会错
的。如果我对哪个问题的认识有错误，请您严格批评。 
    如果您认为我所反映的意见，是在深入批林整风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可否请您把
此件转呈总理一阅。谨致 
敬礼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迟泽厚 
              １９７２年９月３日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考虑到此举的三种结局：一是我的意见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
度重视，他们从谏如流，举一反三，认真纠正那种“历史为政治服务”的错误做法，但我

估计这种可能性极小；二是把我的意见视为反对“批林”，为林彪鸣冤叫屈，是“现行反

革命”，逮捕法办，这种可能性比前者为大；三是将我的意见存档，不予理睬，这种可能

性更大。 
    我的信于 1972年 9月 6日以“绝密件”交保密室发出。我不但署了真实姓名，还注明
了职务。为了防止出现第二种结局时牵连他人，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凭我在机要部门工作 20多年的经验，估计此信没有哪个工作人
员敢扣压不报，不但汪东兴本人会看，而且还可能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看。对我的信不作答

复，固然令人失望，但我同时又感到有些欣慰，这说明我的材料和意见是无懈可击的，倘

若我的信中有“污蔑不实之词”，有关方面必然会抓我的“辫子”，兴师问罪的。 
 
    时间到了 1995年，我已离休多年，刘伯承元帅也已去世多年。此时距我给汪东兴写信
已过去 23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人所特别欣赏的“舆论一致”
的坚冰有所突破。随着江青集团当年操纵“批林”的内幕被逐渐揭露，我判断刘伯承元帅

1972 年的那个揭发材料，未必出自他的本意，他很可能掉进了江青集团设置的圈套。这年
5 月，我去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 60 周年纪念活动。当年担任红
军总参谋长和红军先遣队司令的刘伯承，曾参与指挥渡河作战。这时我又想起了他的那个

揭发材料。出于对这位革命家的崇敬之情，我从四川给依然健在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女士

写去一信，指出那个揭发材料对刘伯承元帅声誉造成的损害，恳切建议通过适当形式由她

出面说明情况，将刘伯承元帅从这桩历史旧案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我深信，我的热诚

和善意将会得到积极回应。 
    我在信中说： 
汪大姐： 
    您好。 

我是广州军区的一名离休干部。吴忠同志生前，我与他关系密切，经常听他讲起刘帅
和您。我对刘帅充满崇敬之情，吴忠同志 1988 年写的怀念刘帅的两篇文章：《中原主帅刘
伯承北渡淮河记》、《谆谆教诲寓深情》，就是由我执笔的。今天，我来到四川大渡河畔的
安顺场，参加红军强渡大渡河６０周年纪念活动。６０年前的今天，在刘帅的指挥下，中
央红军１师部队，在这里取得强渡大渡河的伟大胜利；４天之后，２师又飞夺泸定桥，从
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狂妄计划。刘帅为中国革命建立的
不朽功绩永垂史册。现寄上广州驻军老年集邮协会为纪念红军强渡大渡河６０周年而特制
的纪念邮封一枚，以略表我对刘帅的怀念崇敬之情。 
    借此机会，我还想将埋藏在心中己２０多年有关刘帅的一个疑问，提出来向您求教。 
    １９７２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中央印发了一份由刘帅署名的揭发材料记录稿。但
我惊讶地发现，这份材料严重失实，特别是材料第三条揭发的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８项
罪状，竟无一项能够成立，如材料中说：“�四野部队�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
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
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
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林彪派５０军去成都，派５７�按：应为４７�军去
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



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等等。稍懂一点我军历史的
人都知道，南下作战中，二野与四野部队的协同关系，包括前面提到的各次行动，都是根
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的，而上述说法，则不但是对林彪和四野部队的否定，竟
连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也否定了。 
    这份材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熟悉刘帅的同志，都认为这些话不像出自刘帅
之口；我则想，“四人帮”一直插手“批林”，是否他们借刘帅失明重听之机，盗用刘帅名义，
炮制这篇东西，以达到一箭双雕——既打击原四野一大片干部，又制造二、四野部队矛盾
和败坏刘帅声誉之目的？但无论怎样，既然材料是以刘帅的名义写成的，史学界对这份材
料是会认真研究的。最近我发现，聂荣臻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了一些有违史实的东西，
史学界经过考证后己含蓄地提出批评。刘帅的这篇材料虽然是内部的，但早晚也会公开，
史学界也会认真研究鉴别，从而对刘帅的光辉形象造成某些损害。因此，我认为应当趁着
您还健在，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刘帅负责的态度，采取适当方式，对这个材料产生的背景
和过程，作一必要的说明，以防患于未然，消除可能产生的一些消极后果。我作为一个受
党教育几十年的军队干部和业余党史、军史工作者，希望在这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不知
我的意见是否可行？亟盼得到您的教正。 

敬祝 
健康长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原部长  迟泽厚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５日于四川石棉县安顺场 

 
    大约过了半月，曾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鲁瑞林将军突然通过司令部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
打电话，邀我去他家中。鲁瑞林调广州军区前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他来广州后不久即

被免职，我与他向无接触，但我知道他是刘伯承的老部下，我马上判定他找我与我给汪荣

华女士写信有关。 
    不出所料，刚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说，他受汪荣华女士之托，向我了解刘伯承元
帅那个揭发材料的有关情况，据汪女士讲，她“不记得刘帅有这样一个材料”。我把早就

准备好的刘伯承揭发材料和我写给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递上，他戴上老花镜粗略地看了一遍

，然后摘下眼镜，接连“啊呀”了两声，表情复杂地看着我说：“现在看来，刘帅这个谈

话稿是有些不妥。奇怪，我对这个材料怎么就没有一点印象呢？” 
    我不无调侃地说：“您是军区首长，工作那么忙，天天文件看不完，哪里会记得这么
一个材料!我跟您不一样，我是专干这个的呀!” 
    我有句话没说出口：如果您是四野部队的一个领导干部，看后印象就深刻了! 
    最后我建议：把刘伯承元帅的揭发材料和我致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都给汪大姐寄去，
看她有什么意见。 
   “好，好，好，我今天就打电话。汪大姐有什么意见我会及时转告你。” 
    我相信鲁瑞林将军的电话肯定打了，我提供的两份复印材料也一定寄去了，但此事却
再无下文。我曾两次询问当时一直在场的那位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他说他也一无所知，

而且不便询问。我自然更不便询问。 
     我很失望。我满腔热忱想办成的一件好事，为什么却得不到回应？对方是否有什么难
言之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只能认为：对方在得到全部资料而且在我阐明利害的情况

下，采取这种态度，只能表明我原来的分析判断有误，对方实际默认了这份揭发材料并非

完全出于江青集团的炮制。 倘若如此，我岂不是少见多怪、瞎积极吗？ 
 



    时光到了 21世纪第三年，我仍不死心。但考虑到汪荣华女士年事已高，便又托一位名
人之后与刘家的后人沟通，希望我原来的设想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结果还是得不到响应。

至此我彻底绝望。 
 
   “批林整风”运动距今已经 35年，“四人帮”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整 30年
。这可是一代人的时间哪!但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关方面对那一时期形成的大量文件、资
料进行清理、甄别，任其成为历史档案。特别是那些出自具有骄人政治身份的名人笔下或

口述而形成的档案，究竟算不算数？当今或后世的历史工作者，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35 年前我给汪东兴写信时，刚年届不惑，如今则早已年逾古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
阎罗天子召见。时日无多，每一想起 35年前我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没个
说法，我实在于心不甘。特别是，我并不是就事论事，孤立地评论一篇文章的优劣长短，

我较真儿的是由一篇材料所暴露出来的究竟该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我要趁我有生之年，

发声呐喊，再次并且在更大的范围把这个问题公开提出，以就教于方家、知情者。 
    最后还要说明两点：一是我在写给汪东兴的信中，指出了刘伯承元帅谈话的８处谬误
，其实还不止这些，如他说“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阶段

”，而实际上当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即１９４９年１月上旬时，林彪、罗荣桓指挥的

百万东北野战军早己入关１个多月，协同华北野战军攻占了张家口，正积极准备攻打天津

呢！二是早年我给汪东兴的信，今天再看也有不少毛病，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当时不得不写

的官话套话，令人生厌。但为了反映历史原貌，我一字不改。这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０日于广州 


